
您现在的位置： 近代中国研究 >> 专题研究 >> 中国革命史 >> 文章正文

任弼时的农民土地主张            【字体：小 大】

任弼时的农民土地主张

作者：郭德宏    文章来源：http://www.1921.cn/new/zjsq/guodehong/view.asp?id=226    点击数：    更新时间：2006-6-28

     任弼时是湘赣根据地的领导人、抗日战争至全国解放初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。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，他十分重视农民的土地问题，
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提出了许多正确的主张，起了重要的作用。田为本的《任弼时与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运动》（未刊稿）、杜敬的《任
弼时在土地改革中的杰出贡献》 和迟爱萍《任弼时与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》 已经对此有所论述。这里，仅简单谈一点自己的看法。 

    一 大革命至抗日战争时期的有关论述  

    在大革命时期，任弼时领导的共青团中央就赞成共产国际关于开展土地革命的“五月指示”，主张在大革命即将失败的紧急形势下，领导农
民自发地起来没收大中地主、豪绅、祠堂、庙宇及反动派的土地。可是由于鲍罗廷、陈独秀认为这个指示无法执行，丧失了开展土地革命以挽救
大革命失败的时机。在1927年召开的“八七”会议上，他尖锐地批评了陈独秀及中央在土地革命问题上的失误，指出“党无土地革命的决心，并
造出一个理论说土地革命是很长很远的过程，不知这是目前的行动纲领。党不但无土地革命决心，并且还有与国民党组织土地委员会来解决土地
问题的幻想。党无土地革命的决心，未明白要土地革命才能引革命于新时期”。 1928年5月7日，他又在为党的六大准备的报告《三年来中国共
产青年团务概况》中，再次批评了陈独秀及党中央在土地革命问题上的失误。  

    “八七”会议以后，任弼时积极投入了土地革命斗争。1928年7月26日，他在为党中央起草的文件《城市农村工作指南》中，指出当时“正
是我党农村工作发展的极好时机”，“农村工作的主要方针，就是发动农民抗税、抗债、抗捐、分粮，一直到秋收时抗租、没收土地，在群众与
我们有力量的地方即须实行割据与暴动。我党应即抓住这一秋收时机创造农村工作的新局面，尤其是在湘鄂赣粤四省必须特别注意在此时期中推
进全省总暴动的布置”。 他还指出，在当时的农村工作中，应特别注意防止离开群众、受农民意识支配的盲动主义倾向，必须在有条件的情况
下才能去攻取县城；要注意城市与乡村及各区之配合发展；加强农民群众的组织工作，注意建立农民武装；加紧士兵运动；同时努力整顿和改造
党的组织。他虽然也说“在必要的时候，我们当然不能绝对禁止对于农村反动分子的赤色恐怖手段”，但他正确地指出：“必须向群众解释不应
以赤色恐怖的暗杀手段看成是发动斗争的重要方法，而须相信群众的力量” ，广泛地宣传和组织群众。他强调要防止盲动主义倾向，不要过多
地采用赤色恐怖的暗杀手段，无疑都是正确的。  

    在土地革命中，他特别强调充分发动群众，但又要有领导地进行，不要侵犯中农利益。例如他在1935年1月6日作的《目前湘鄂川黔边区的战
争形势和党的紧急任务》的报告中，明确指出分配土地“最主要的问题，就是靠我们发动农村中的基本群众，热烈参加这一斗争。群众起来了，
地主富农是容易清查出来的，土地人口也很快可以登记，并且瞒田也无办法，很快便可把田分好”。他批评龙家寨杉木村分田时不要土地委员
会，由群众互相盘田的做法，说“这并不是好办法，而且是错误的。因为分田中有许多事情必须要有一定的机关来领导指挥，没有这种机关是做
不好的，并且富农地主可以利用机会窃取土地革命果实”。他强调说：“分田的时候，要特别注意中农的态度，不使他们发生动摇、恐慌。要向
他们解释，土地革命是不会侵犯他们的利益，而且是于他们有利的，使他们没有丝毫的怀疑，站在贫农方面，一同来反对地主富农。这里首先就
要靠我们从打土豪分东西起，直到分田，都不致侵犯他们的利益。特别要防止把富裕中农判作富农，弄错了的要彻底纠正，并赔偿他的损失。把
富农当地主打，消灭富农的个别错误也必须纠正和防止，因为这样的事情也是可以引起中农动摇的。” 在王明的“左”倾土地政策还在党内占
统治地位的时候，他强调既要发动群众，又要加强领导，特别是保护中农利益，不要把富裕中农划作富农，而且不要把富农当作地主，不要消灭
富农，这都是很可贵的，对于正确开展土地革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。 

 
   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，他积极参与了减租减息政策的制定和贯彻执行。1938年1月2日，他在《山西抗战的回忆》一文中便说：要使农民“参加
战争的积极性提得更高，使他们无所顾虑地向前干下去，则从各方面减轻他们自身的经济负担，减少一些捐税、地租和利息，在可能范围内改善
人民生活”等等，就是“发动和组织群众坚持斗争的最重要的方法”。  

    二 《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》的著名讲话 

 
   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，中国共产党为了争取和平，继续实行减租减息的政策。到1946年4—5月间，随着内战的即将爆发，土地政策需要来一个
转变。任弼时主持并参加了这一问题的讨论，他主张应该由减租减息逐渐转变到没收地主土地，实现耕者有其田，并总结各地区斗争的经验，提
出了解决土地问题的具体政策和办法。根据会议讨论的结果，5月4日党中央发出《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》，即著名的“五四指示”。 

 
    但是在贯彻“五四指示”的过程中，特别是1947年春土改复查开展以后，许多地方发生了“左”的错误。特别是全国土地会议召开以后，各
地普遍发生了严重的“左”倾错误。1947年11月12日，任弼时针对这种“左”倾错误，写了《关于解放区政权和新富农政策问题给毛泽东的
信》，认为“各地分析阶级不一致，做得过火点的地方，恐有将富农算作地主，富裕中农算成富农者，因此确需颁发一大体通用的‘怎样分析阶
级’的文件” 。对于新富农，他提出两点：第一，在建立新政权的文件中，关于地主、富农不应有选举权被选举权的地方，应加上“新式富农
应除外”。也就是说，新富农应该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。为什么呢?他说：“在民主政权下，由贫雇中农上升为富农者，剥去其选举权似不
妥，也不必要，如吴满有式的富农，剥去其选举权将产生不好影响。” 第二，对于新富农多余的土地财产，多是采用逼、吊、打的办法逼他们
拿出来，这会在农民中产生一种怕变富农的思想，因此应对新式富农和旧式富农有所区别，“可否规定对新式富农多余的土地，应当劝说他们自
动拿出平分(如对富裕中农一样)，对他们多余的房屋、粮食、财产、耕牛和农具，除自愿献出分给贫苦农民者外不动，或简直规定不动他们多余
的东西(土地除外，即土地应平分)，以示与对旧式富农处理的分别” 。他的这些意见，对于纠正土地改革中的“左”倾错误，特别是对于新式
富农的“左”倾错误，都是十分重要的。毛泽东阅信后，立即批示“照办”。11月29日，中共中央发出《关于重发<怎样分析阶级>等两文件的指
示》。  



    从1947年12月8日至28日，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会议，研究如何夺取全国性胜利，纠正土改中的“左”倾错误等问题。会前，
任弼时带病到杨家沟附近30多个村庄进行调查。27日，任弼时在会上作了发言，明确指出土地改革中的“左”的错误，具体表现在侵犯中农利
益，破坏中小工商业，对地主乱打乱杀，应立即纠正这种错误倾向。这次会议之后，中央继续开会，于1948年1月18日拟出一个关于土地改革问
题的决定草案，发给党内征求意见。  

    1948年1月12日，任弼时根据中央十二月会议讨论的精神，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，作了《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》的著名讲话。这
个讲话共分六个问题：根据什么标准来划分农村阶级，应该坚固地团结全体中农，对地主富农斗争的方法，对工商业政策，知识分子和开明绅士
问题，打人杀人问题。这些问题都是针对当时土改中的“左”倾错误提出来的，可以说是对土地改革政策的全面阐述。  

    关于如何划分农村阶级的问题，他针对晋绥兴县蔡家崖等地以剥削、历史、生活、政治态度等作为标准，错划很多成分的错误，明确指出
“划分阶级成分的标准只有一个，就是依据人们对于生产资料的关系的不同，来确定各种不同的阶级”，“除剥削一项以外，拿其他几项作为定
阶级的标准都是错误的” 。他说在划阶级时要慎重区别富农与中农，对于已连续5年从事农业劳动、不再剥削别人的地主，已连续3年取消其剥
削的富农，应改变其成分。他强调指出：“我们必须按照实际情形去划分阶级，进行土改，决不可将本来不是地主富农的人们人为地划成地主富
农，错误地扩大打击面，打乱革命阵线，帮助敌人，孤立自己。这是一个极端重大的问题，必须引起全党同志的注意。”对于错划了的成分，应
该“公开地明确地更改自己所犯的错误。哪怕只是划错了一个人，也必须改正” 。  

    关于坚固地团结全体中农的问题，他在列举了侵犯中农利益、不照顾中农、排斥中农的种种表现以后，尖锐地指出这些“倾向是非常危险
的，是一种反马列主义的极端的‘左’倾冒险主义倾向。应该引起全党来注意，必须坚决纠正这种错误倾向，不然就会使自己陷于孤立，使革命
趋于失败”。他说要团结全体中农，首先要做到不侵犯中农利益，不要定错中农的成分，已经定错的，必须重定；其次，办事一定要吸收中农参
加；再次，负担必须做到公平合理。他还针对平分土地时侵犯中农利益的现象，强调指出“在实行平分土地时，必须和中农商量取得其同意，如
果在动富裕中农的一部分土地，而他们自己表示反对时，那就应当向他们让步，不动他们的土地”，“无论如何，只应该把打击面放在真正的封
建剥削阶级的范围以内，绝对不许可超出这个范围” 。  

    关于对地主、富农斗争的方法，他针对对二者不加区别、一律扫地出门、甚至打死人的“左”倾错误，指出应该把富农与地主区别开来。对
于富农，“只能采取征收其多余财产的办法，不能没收其全部财产、房屋，更不应用扫地出门的办法去对付一般富农”，“对新式富农和旧式富
农的处理，又应有所区别”。对于地主，则“应分别地主的大、中、小，地主的恶霸与非恶霸”，“对地主的阶级剥削制度是采取消灭政策，但
对地主个人则不是采取消灭政策”，应分给他们与农民一样多的土地财产，给他们以出路。针对很多地方集中力量搞浮财的错误做法，他强调指
出：消灭地主阶级和封建制度，最基本的是分配土地，“不要在搞地财上耽误很多时间，不要将没收地主的浮财堆了很久不去分配，以致妨碍分
配土地这一主要环节”。  

    关于对工商业的政策，他明确指出工商业对于发展国民经济、方便人民生活是不可缺少的，因此“对工商业不要采取冒险政策”，“应采取
保护和领导的政策，绝对不能破坏，破坏是一种自杀政策”。对工商业的税率也必须恰当，“以不致影响他们的经营与发展为原则”，“不要收
得太重”，否则“就会犯错误” 。  

    关于知识分子和开明绅士问题，他针对土改中的“左”倾错误，明确指出对于地主、富农家庭出身的学生、教员、教授和一般知识分子，
“必须避免采取任何冒险政策”，而“应采取保护他们的政策，并且应当尽量争取他们为人民共和国服务”。对于开明绅士，他说“要采取慎重
态度。地是要分的，但不要去斗。他们有错误，可以给以批评，不要去打”，而且“过去有功绩，现在又赞成土改，赞成打倒蒋介石的，还可以
继续办事”。 

 
    关于打人杀人问题，他针对土改中发生的不少打人和逼死人的现象，明确指出“应当反对乱打乱杀” 。  

    任弼时的这个讲话，对中央十二月会议精神和党的土地改革政策作了全面、深入的阐述，因此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，立即作为土地改革运
动的指导文件发给全党，并且在报上公开发表，对于纠正当时土地改革运动中的“左”倾错误，起了重要的作用。正如杜敬在《任弼时在土地改
革中的杰出贡献》一文中所说：“那篇讲话在当时所产生的重大影响，在土地改革中所起的重要作用，经历过的人至今都会记忆犹新。”  

    任弼时的这篇讲话，在当时即受到中央和各地区领导同志的高度赞扬。1948年3月17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说：“我们决定发表弼时同志的一
篇讲演，不发表一月决定草案(即中央1月18日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决定草案——引者注)，因为弼时同志的讲演比一月决定充实得多。”4月25
日，邓小平在河南鲁山县向晋冀鲁豫野战军指挥员所作的报告也指出：“政策和策略究竟是什么东西?要怎么样来做，才能克服‘左’的偏向?用
心来研究《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》和任弼时同志的《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》这两个文件，基本上可以解决问题，而且这两个文件分析得很周
到细致，完全符合于新区。” 在这个期间，任弼时还对一些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进行了具体指导。例如1948年5—6月间，他代党中央起草了给
中共晋绥分局的两个电报，指出对整党问题不能采取冒险的政策，完全抛开党的支部是不妥当的，应该正确分析党支部状况和对待犯错误的党
员，以便把土改和整党搞好。  

    1949年9月22日，毛泽东在西柏坡会见傅作义将军，当傅作义提出土地改革方针、政策方面的问题时，毛泽东说：关于土改方面的问题，你
有时间最好去问弼时同志，他对土改工作很有研究，他是我们土改问题的专家。 这说明，任弼时对于土地改革的功劳是应该充分肯定的。 

    （本文为青岛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《中国近现代农民土地问题研究》一书的第四章第六节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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